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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流动背景下的大都市人口结构变迁与治理
高 颖，张秀兰

( 北京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北京 100875)

［摘 要］人口持续大规模的流动是中国当前社会转型期的典型特征，人口的集中流入在不断改变大都市人口结构的同

时也为人口治理提出了挑战。本文以北京市 2004 年以来的近 10 年初婚人口作为青壮年常住人口的代表性子集，通过婚
配特点分析了人口结构上的趋势性特征，并且从人口规模与结构、社会分层与融合、家庭变迁与养老等方面梳理出大都
市人口治理及研究中的关键问题。在外来人口政策层面，建议大都市逐步从精英化取向转向属地化取向，避免人为干预
造成的人群选择效应，在外来人口中相对公正地实现义务与权利、贡献与回报的平衡;在区域协同发展层面，建议首位城
市更多发挥协作和服务职能，真正疏解、转移其中心功能，通过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和公共资源配置的差距使人口流向
自然趋向分散化和多元化，进而从根本上解决大都市的人口膨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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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陆续推出和实施了一系列

人口相关的政策及措施，包括计划生育政策、放松人口
在城乡之间及地区之间流动的管制、推进新型城镇化
等等。这些政策的效果已逐步显现并成为影响中国未
来人口和家庭结构变动的重要因素，具体包括:第一代

独生子女陆续步入婚育年龄; 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

“高龄少子”的格局逐步形成;城市化水平大幅提升，大
规模的人口流迁仍在持续并进一步向中心城市聚集。
中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进入社会转型期，特别是

在 2000年之后，社会转型特征逐步凸显，2010 年社会
转型初步形成［1］。相应的，转型期的人口问题也日渐
显现，并将始终是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需要应对的

重大问题。大都市作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沿阵
地，人口结构亦随着社会转型而不断变迁，与人口规模

相关的城市发展规划问题、公共资源分配问题等一直
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大都市人口治理模式的构建
与完善，对于中国整体的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无疑具

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首先需要对近年来大都市

的人口结构特征及其潜在的变动趋势有所把握，梳理

出其中值得关注的人口治理与研究中的新问题。
在人口流动的大背景之下，人口结构变迁深刻映

射到婚姻家庭结构与婚配模式的变化之中，并对人口

再生产、家庭生活方式等进一步发生影响。反之，从微
观的婚姻和家庭入手考察宏观层面的累加效应和可能

影响，亦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视角。外来人口的大规模
流入是中国大都市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重要特征，这在

促进人口多元化、改变整体人口结构的同时也拓展了
社会交往空间，创造了更多的婚配机遇和可能模式。
婚姻是新家庭建立的起点，直接影响到生育和代际发

展等重要事件，并进一步在宏观上影响社会结构变迁。
对于婚姻人口及婚配特点的考察，有助于了解公众的

行为偏好、适应环境变化的策略选择，以及家庭结构变
化的新动向等，具有多方面的社会指向意义。本文以
首都北京作为大都市的代表城市，采用大数据挖掘的

实证研究方法对当前的人口问题展开分析。
本研究数据，来自北京民政系统建立并维护的婚

姻登记业务数据库。其中，包含自 2004年 1月 1日至
2013年12月31日的10年中在北京进行婚姻登记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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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夫妇的相关信息，共有数据记录( 每对夫妇为一条记

录) 1964641条，其中结婚登记记录1483289条，占比75．
5% ( 其余为协议离婚登记和补发补办证件的记录，占
比 24． 5% )。为避免对特定个体记录的重复使用，本研
究主要以初婚人口的结婚登记记录为研究对象，其中

男性 121万余人，女性 124万余人。
通常来讲，任何一项针对特定群体的经验调查都

只能从某个侧面去探索和接近现实。而婚姻登记数据
作为政务大数据，其最大的特点在于全面性和准确性，

即本研究的对象是一个总体而非抽样的样本，且所填

写的信息均要经过相关工作人员的审核，从而避免了

抽样调查中最为常见的样本偏差和信息错漏问题。与
人口问题研究经常使用的人口普查数据相比，婚姻登

记数据并非对特定时点的横断面状态进行扫描( 这样

的人口状态实质上是过去若干年人口变动的累积效

应) ，而是准确记录了各个时点( 每一天) 的婚姻登记者

的相关信息，从而更加适合动态研究和纵向比对的需

要。
此外，近 10年的初婚人口以青壮年人群为绝对主

体，实质上相当于北京市总人口的一个子集。更为重
要的是，在中国，婚姻通常意味着定居( 尽管不排除婚

后移居他地的情况，但目前在大都市中迁出数量和比

例还是极低的)。也就是说，这些婚姻人口将是北京更
为稳定的常住人口，其结构性特征将对北京未来整体

的人口结构及发展趋势产生重要影响。

二、人口流迁、婚配的趋势特点及其影响

综合考虑人口流动的大背景和大都市高度开放的

特点，人口的迁移特性在诸多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中无

疑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基础性特征。根据登记者的户籍
和身份信息，我们首先将北京市自 2004年以来近 10年
的婚姻登记人口从流动和迁移的角度进行初步分类。
根据中国婚姻登记办法的规定，在北京进行婚姻

登记的夫妇有一方的户籍所在地为北京即可，因此根

据登记时的“户籍所在地”可以将结婚登记者划分为
“北京户籍人口”和“京外户籍人口”( 本文简称“流动
人口”)。在“北京户籍人口”中包括两种情形: 北京本
地人口①和自外省市迁入北京而落户的人口( 本文简

称“迁移人口”) ②; 在流动人口中也包含两种情形: 一
种是籍贯和户籍在同一地区，另一种是籍贯和户籍分

在两地( 比如原籍在江西，后落户浙江，然后又在北京

登记结婚) ; 为论述方便我们称前者为“一次流动人
口”，后者为“辗转流动人口”③。具体的人口流迁类型
分布如下表所示。

北京近 10年初婚者的人口流迁类型分布( % )
流 迁 类 型

年 份

男性 女性
本地
人口

迁移
人口

流动
人口

#辗转
流动人口

合计
( 人)

本地
人口

迁移
人口

流动
人口

#辗转
流动人口

合计
( 人)

2004 70． 12 18． 36 11． 53 1． 56 93907 55． 69 13． 72 30． 59 2． 20 100070
2005 68． 40 18． 16 13． 44 1． 67 72031 51． 21 13． 17 35． 62 2． 25 77870
2006 68． 01 19． 19 12． 80 1． 73 133507 54． 28 14． 39 31． 33 2． 24 143773
2007 64． 63 20． 85 14． 53 1． 89 88328 49． 30 15． 11 35． 59 2． 53 95364
2008 63． 51 21． 64 14． 85 2． 05 114446 49． 00 15． 57 35． 43 2． 65 122511
2009 63． 44 21． 55 15． 01 2． 17 144046 49． 94 15． 49 34． 56 2． 72 153633
2010 61． 41 23． 08 15． 51 2． 16 107352 48． 41 14． 69 36． 90 2． 87 112134
2011 60． 70 24． 38 14． 92 2． 27 139128 49． 80 16． 36 33． 84 2． 79 143032
2012 61． 16 24． 24 14． 60 2． 29 138653 50． 79 16． 82 32． 39 2． 60 142064
2013 58． 91 25． 72 15． 37 2． 26 121590 48． 36 17． 75 33． 89 2． 69 124507
总体 63． 65 22． 01 14． 35 2． 04 1152988 50． 64 15． 46 33． 90 2． 57 1214958

说明:为简化表达，仅在“合计”一列给出频数，其余各列均为行向百分比的数值。

从上表数据的时序性特点不难看出，北京本地人

口在初婚人群中的比例稳步下降，“新移民群体”已成
为北京常住人口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将对北京市未

来的人口发展方向及人口治理结构等发生重要影响。
在对初婚人口流迁类型进行细化分类的基础上，我们

主要结合数据库中有关年龄、民族、地区、户籍、教育文
化程度、职业类别等变量，对不同类别人口的相关特征
和婚配的趋势特点进行分析，并总结为以下五个方面:

( 一) 人口流入大大促进了北京市人口构成的多元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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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北京本地人”，意味着原生家庭在北京，即至少从父辈开始就已经是北京常住户籍人口。
这一点可以根据“身份证号码前2位”作出判断，即前2位数字标识了身份证办理时户籍所在省份，这通常也是登记者原生家庭所在地或主要的

婚前居住地。
迁移人口中也有“辗转迁移”的情况，即先从原籍地落户到非北京的某个地区，后又落户北京，但由于在婚姻登记这一时点其户口已迁入北京，之

前的过程便无从了解。此外，流动人口中还有一种情况是“迁出人口”，即原籍为北京，但户籍不在北京。而数据库中具有这一特征的记录数量极少，因
此本文未将其包含在研究对象中。



回顾当代人口调控的历史，北京市对于人口数量、
人口迁入等一直具有明确的控制目标和措施，但随着

社会整体开放度的提高和人口流动管控的放松，北京

市人口结构逐步从相对单一走向多元，这一点在人口

的国别、民族、地区来源等方面均有所体现，并通过通

婚圈的拓展而不断加强和巩固。
从人口国际化的角度来看，北京市自确立“建设国

际化大都市”的城市发展目标以来，外籍人口的数量与

日俱增，其中不仅包括驻京使馆外交人员、驻华国际机

构工作人员、因招商引资和人才引进而来京的人员及

留学生，更是新增了很多因跨国联姻而长期居住的“市

民化”外籍人口。基于婚姻登记数据的分析显示，

2004—2013 年的 10 年间，在京登记结婚的涉外婚姻共

有 10071 例，涉及 125 个国家和地区( 香港、澳门和台湾

统一作“港澳台地区”) ，其中 6936 例“外嫁婚”中的境

外男性分布在 122 个国家和地区，3135 例“外娶婚”中
的境外女性分布在 91 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外籍人士

的来源地覆盖了全球各大地理分区和不同的经济发展

水平，显示出北京市相当广泛的对外联系和高度的社

会开放性。此外，涉外婚姻中的中方户籍人口有 35%
属于迁移人口，可见国内人口的流入对于北京通婚圈

的国际化扩展亦有重要推动作用。
从人口的民族分布来看，北京的民族人口构成本

来相对单一，除世居的满族和回族之外少有其他民族

成分。但自改革开放以来，受经济和发展等原因驱动

而引致的人口流入使得北京的少数民族人口数量显著

增多，逐渐衍化为多民族散居的局面，族际通婚的日益

普遍则进一步促进和强化了人口结构在民族维度的多

元化。基于婚姻登记数据的统计表明，在 2004—2013
年的 10 年中，初婚男性和女性中分别有少数民族人口

68618 人和 83053 人，分别占比 5． 67%和 6． 69%。从时

序上看，少数民族人口在初婚人口中所占比重呈稳中

有升的态势。初婚男性分布在除汉族之外的 52 个民

族( 仅缺阿昌族、怒族和德昂族) ，女性分布在除汉族之

外的 53 个民族( 仅缺塔吉克族和德昂族)。从族际通

婚的匹配情况看，初婚夫妇中跨族通婚的比重为

11． 21%。其中，汉族与少数民族的通婚 116821 对，占比

10． 16% ; 夫妇双方均为少数民族的有 12083 对，占比

1． 05%。“双少数民族”夫妇中有 3041 对为不同少数民

族的组合。结合人口迁移特性的统计显示，少数民族

初婚男性和女性中分别有 38． 7%、54． 7%为非北京本

地人口。不难看出，北京作为一个世居少数民族很少、

少数民族人口比重不高的地区，其族际通婚却几乎涵

盖了所有的民族成分，且表现为多民族之间的交互，显

然外部人口的流入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最后从外来人口的地区来源看，“北京新移民”的

原籍和户籍遍布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其中最高比例

的京外人口来自近京的华北地区①。辗转流动人口的

原籍和户籍所在地的分布具有较为显著的差异，很多

人在来京登记结婚之前已经历了一次较远距离的迁

移，其中华北、华东和华南是迁入较多的区域，这三大

区也恰好是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经济带

所在地，体现了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对于人口的拉动作

用。而这一人群在面临成婚和定居决策( 即二次迁移)

时选择来到北京则显示出北京对外来人口的更大吸引

力。落户和定居选择，在本质上是个体和家庭在进行

成本与效益的综合考量之后作出的理性选择，在中国

现行户籍制度下，户籍与医疗、教育、社会福利等一系

列公共资源紧密绑定在一起，当夫妇双方户籍不同地

的时候，家庭落户决策肯定倾向于户籍价值更高的一

方，而北京等大都市在这方面无疑是极具优势的。
综合来讲，北京市作为中国最大的人口流入城市

之一，面临的不单是人口规模过大的问题，更多是多元

化人口单元的融合及协调发展问题。人口数量众多、
来源多样、类型复杂，无疑为城市人口治理带来极大挑

战。
( 二) 人口流迁促进了平均初婚年龄的延迟

年龄结构是人口结构的一个重要维度。从人口自

然增长的角度看，初婚年龄的变动至关重要，因其与生

育年龄、生育模式、人口增长速度等密切相关。
针对平均初婚年龄的计算显示，2004 年以来的近

10 年中，男性的平均初婚年龄在波动中略有提升，而女

性则是直线上升，从 25． 68 岁推迟到 27． 11 岁，延迟

1． 43岁;而夫妇双方的年龄则逐年趋近，平均年龄差在

10 年间缩小了 0． 8 岁( 从 2． 18 岁缩减至1． 38岁)。这

一变化特点，与经典的家庭现代化理论对于家庭变迁

的描述高度一致，即越来越多的配偶婚龄相当、婚龄差

缩小，女性婚龄提高［2］［3］。
结合人口流迁类型的具体计算，我们还发现，经历

过迁移或流动的人口的初婚年龄要高于本地人口，表

明流迁经历是促成婚龄推迟效应的重要因素。而人口

的流迁又是转型社会的一大重要特征，因此婚龄推迟

的趋势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仍将延续。

161

◆ 社会学透视 ◆

①针对全国的大区划分参照《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分类标准，华北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和内蒙古，华东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和

安徽，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华中地区包括湖北、湖南、河南和江西，华南地区包括广东、广西、福建和海南，西南地区包括四川、重庆、贵州、
云南和西藏，西北地区包括陕西、甘肃、宁夏、新疆和青海。



初婚与生育的时点紧密相关，婚育的推迟促进了

代际间隔的增大，延缓了人口增长速度，对目前的极低

生育率和老龄化程度亦有加强作用。相应的，老龄人
口的抚养负担问题将是中国未来人口发展过程中所必

须要面对的。
( 三) 人口流入使得异地通婚更为普遍

从流入人口的地域属性来看，大都市通常是全国

乃至全世界人口的汇聚之地，从而为异地交往和通婚

创造了有利条件;在人口大规模流动的背景之下，婚姻

既可能是流动的原因，也可能是流动中的收获。
根据男女双方的人口流迁类型，可以形成如下 8

种组合形式: 本地男 +本地女、本地男 +迁移女、本地
女 +迁移男、本地男 +流动女、本地女 +流动男、迁移
男 +迁移女、迁移男 +流动女、迁移女 +流动男。统计
显示，近 10年的北京初婚夫妇中仅有 4成是北京本地
人口的组合，两地婚姻的比重高达 60%。即使按照更
加严格的定义，即只有夫妇双方原籍不同省才视为异

地通婚的话，北京近年初婚夫妇的异地通婚率也一直

在 50%上下。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迁移男 +迁移女”、

“迁移男 +流动女”和“迁移女 +流动男”这三类“双外
来人口”组合的比重均上升显著，特别是“迁移男 +流
动女”组合，10年间其比重上升了 7个百分点( 从 2004
年的 6． 78%升至 2013年的 13． 88% )。
异地通婚提升了新移民群体在北京常住人口中的

比重，促进了地域文化的交汇与创新，另一方面也拓展

了家庭亲缘关系和社会交际圈的范围。相应的，因家
庭照料、社交往来等而产生的出行、居住以及进一步的
人口流入和迁移等的压力亦是巨大的。
( 四)“新移民”群体多分布在城市中心区域
北京因地貌特殊，产业发展和市民居住基本集中

在以中心城区为核心的平原地带，首都的政治服务职

能则使其进一步强化了“向心”的集聚力。近年来，随
着本地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基本完成、乡村地区的改造
及居民的“非农化”，北京的人口分布格局已开始向多
中心的方向疏解; 但另一方面，与户籍紧密相关的福

利、教育、公共资源等的分配格局尚未发生根本性的改
变，因此，落户区域选择，对于家庭而言，依然至关重

要。
本地人口的户籍分布，反映了北京“原住民”的情

况，迁移人口则是“新移民”的代表。对比自 2004年以
来近 10年初婚人口中的本地人口和迁移人口的在京

户籍分布状况，可以看出，两类人口的户籍分布均有从

城区向郊区扩散的趋势①，且本地人口的扩散趋势更加

显著;另一方面，迁移人口的户籍高度集中在中心城

区，迁移男性和女性中分别有 87． 53%、86． 75%的户籍
分布在城区，而本地男性和女性中的城区户籍分布比

例仅分别为 55． 06%、51． 95%。在城区户籍的新移民
中，其户籍主要集中在朝阳和海淀两大商业、科教功能
区，此外在首都功能核心区( 东城和西城) 的分布比例

也相当高。
此外，我们还考察了初婚人口的原籍和落户到北

京之后的户籍分布情况，并从匹配的视角对人群作了

进一步细分。由于数据库未对户籍作城市与农村的区
分，我们基于身份证号码前 6位对户籍特征作了郊区/
县与城区的划分，农村户籍人口相当于郊区/县户籍人
口的一个子集。
从流入人口来源地( 原籍地) 发现，北京“新移民”

中城区来源的人口占有相当高的比重，尤其是女性迁

移人口，有一半以上的原籍分布在城区。从匹配的角
度看，不论本地人口还是流动人口，与迁移人口结合者

更多来自城区并且在北京也大比例落户于中心城区;

而不论本地人口还是迁移人口，与流动人口结合者来

自郊区 /县的比重更大，并且在北京落户于外围郊区的
比重也相对更高。上述特征在男性方面的表现尤为突
出。
( 五) 人口流入在婚配过程中促成了明显的人群分

层

一个特定社会通常因成员的社会地位及其对社会

资源占有的不同而存在某种分层结构，教育和职业则

是现代社会中社会分层的主要载体。
基于婚姻登记数据库中对教育文化程度的记录，

我们将夫妇双方的教育层级从低到高标定为 1—5，分
别代表小学及以下、初中、技校 /职高 /中专 /高中、大
专 /本科、研究生。职业分类比较复杂，其层级也不像
教育层级这样分明，因此不同的经验研究将职业作为

等级变量处理时，划分标准也不一致。本文参照了有
关职业结构与社会分层方面的相关研究［4］［5］［6］［7］，将夫

妇双方的职业层级从低到高标定为 1—6，分别代表农
林牧渔水利业从业人员、生产运输操作人员、商业及服
务业人员、军人和普通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国家
机关党群组织及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我们首先从个体视角计算了初婚男性和女性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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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京市辖16个县级行政区，本文按照传统分类方式将其划分为城区和郊区两类，前者包括东城( 2010年之前为东城和崇文的合并数据)、西城
( 2010年之前为西城和宣武的合并数据)、海淀、朝阳、丰台和石景山等6个中心区，后者包括门头沟、房山、通州、顺义、昌平、大兴、怀柔、平谷、延庆和密
云等10个外围区。



均教育层级与职业层级，另外从匹配视角计算了夫妇

双方的平均教育、职业层级之和，该数值是夫妇 /家庭
的综合实力体现。
基于测算结果可知，外来人口流入显著拉升了北

京市人口总体的教育和职业层级，特别是男性。初婚
本地人口中，男性和女性的平均教育层级分别为 3． 49、
3． 62，而迁移男和迁移女的平均教育层级分别高达
4． 48、4． 56，辗转流动男性和女性也分别达到4． 27、4． 20;
职业层级方面，本地初婚男性和女性的平均值分别为

3． 84、4． 04，迁移男和迁移女的平均值分别高达4． 71、
4． 69，辗转流动男性和女性分别为 4． 56、4． 48。由此可
以看出，迁移人口和辗转流动人口明显居于较高的教

育与职业层级，表明人口向大都市流动和迁移的过程

同时也是一个向上的社会流动过程。
在匹配视角下，以“本地男 +本地女”作为参照基

准，可以发现，人口的流入通过婚姻匹配过程使得人群

的分层特征更为清晰化。“本地男 +本地女”组合的平
均教育、职业层级之和分别为 7． 14、7． 98，而“迁移男 +
迁移女”组合的上述值分别为 9． 31、9． 51，此外迁移人
口与辗转流动人口的组合的层级之和也都在 9 以上;
另一方面，本地人口与一次流动人口组合的教育和职

业层级之和均不足 7。显然，迁移人口内部以及迁移人
口与辗转流动人口之间的结合占据社会分层顶部，而

本地人口与一次流动人口之间的组合则分布在底层。

三、大都市人口发展与治理中的关键问题

社会治理是因应中国社会转型的重大战略选择，

人口发展与治理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人口
持续流动的大背景下，大都市作为各地人口流入和聚

集之地，构建良好的人口发展与治理模式，对于促进人

口有序流动、维护社会稳定、创新优化城市管理等具有
重要意义。大都市中通常以外来人口、流动人口等泛
称不具有当地户籍的人群，事实上此类人口中有相当

一部分人是长期定居的，比如本文述及的与当地人口

或迁移人口结合的非北京户籍人口，基本上是“不流动
的流动人口”。显然，高比重的“新移民”群体已经成为
左右大都市人口发展格局的主导力量。本文立足北京
市，以 2004年以来近 10年的初婚人口为研究对象，通
过对这一人口子集( 青壮年常住人口的代表) 的特征及

其发展趋势的分析，从人口规模与结构、社会分层与融
合、家庭变迁与养老等方面梳理出大都市人口治理及
研究中的关键问题。
首先，大都市人口“低自然增长、高机械增长”的格

局仍将延续，未来的人口治理需要规模控制和结构调

整并重。目前，中国总体上已处于生育率水平极低的

状态，2015年在推行了“单独二胎”政策的情况下出生
人口数反而减少［8］，“低生育率陷阱”值得高度警惕［9］。
另据最新统计公报，2015 年末，北京常住人口达到
2170． 5万人，其中常住外来人口占比 37． 9%，外来人口
的增速在放缓，但数量仍在增加［10］。面对巨大的人口
压力，中共北京市委提出“严格控制人口规模”的要求，
并确定了 2300万的人口“天花板”［11］。事实上，北京近
年来一直在加大人口调控力度，行政管控、产业置换、
空间疏导等多种策略并举，2015年年底又推出“积分落
户制度”征求意见稿［12］，不断提升进京门槛。这些措
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但同时

也造成了人口结构上的偏向性。从本文以上实证部分
的分析不难看出，北京新移民大多落户于中心城区、位
于教育和职业层级的高端，而“引进高端就业人口、合
理疏导低端就业人口”的“掐尖式”政策导向无疑将这
一趋势进一步强化，长期来看难免会造成更大的服务

业劳动力缺口。已有研究显示，2012 年第二季度北京
人力资源市场供给缺口最大的十个职业，即餐厅服务

员、厨工、营业人员、治安保卫人员、推销、展销人员、清
洁工、电信业务人员、话务员、饭店服务人员、保管人
员、简单体力劳动人员和部门经理［13］。在外来人口严
格受控的情况下，如何满足城市日益增大的基本服务

需求，将是必须有效面对和深入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而目前精英化取向的外来人口政策显然不利于此问题

的化解。
其次，大都市人口在日趋多元化的同时，也通过婚

姻的同类匹配机制形成人群的分类和分层聚集，人群

之间的融合与社会稳定问题值得关注。人口流动性的
增强使原本不相关联的社会群体在同一个城市空间发

生各种联系，而国际关系、民族关系、区域关系等日渐
成为影响社会安定和谐的关键因素，人口多元化无疑

为大都市的人口治理提出新挑战。另外，从北京初婚
人口的匹配特征中不难发现，迁移人口、辗转流动人口
大多为精英阶层，“强强联合”的婚配模式则使其优势
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而且这种优势可以通过代际传

递和再生产转移至下一代［14］; 中心城区的户籍往往与

高质量的教育资源相联系，而高的教育和职业层级则

通常意味着较高的收入水平及良好的家庭环境，于是

子代可获得高起点的先赋性发展要素。相应的，北京
本地人口在资源分享、发展机会等方面均受到一定程
度的挤压，婚姻市场中的弱势者大多选择与一次流动

人口结合，不论户籍分布还是社会地位均被推至边缘

位置，并且同样在大概率地形成代际传递。具有不同
背景、来源和社会地位的人群汇集在大都市，如果没有
适当的机制使之彼此接纳和相互融合，而只是各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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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相对自我的简单拼接( 亦称“‘马赛克’式空间集
聚”［15］) ，那么多元文化的碰撞与摩擦，将难免激发更
大的社会矛盾及至冲突，进而影响整个城市的发展与

稳定。
最后，从家庭变迁视角来讲，大都市中异地通婚更

加普遍，高龄少子化、家庭结构简单化的趋向明显，在
老龄化不断加剧的时代为养老照料提出更为严峻的挑

战。经典的家庭现代化理论认为，家庭变迁的趋势是
从大家庭向核心家庭( 即父母与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

转变，核心家庭应在现代社会中占据主导位置［16］。大
都市快速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变迁无疑加速了家庭变迁

的进程，而愈加普遍的异地通婚则催生了一系列原生

家庭的父母安置和照料问题。在中国目前社会保障体
系尚不完善，同时“养儿防老”传统观念影响依然深重
的情况下，子女赡养仍然是极为重要的养老方式。1980
年代初出生的独生子女一代自 2000 年后逐渐步入婚
姻，对于那些大都市异地婚配的夫妇而言，无不面临父

母空巢留守抑或举家随迁的抉择。根据北京市有关政
策，落户北京的外地独生子女的父母退休后可以投靠

子女进京落户［17］。事实上，即使无法获得北京户籍，也
并不妨碍老人们的入京选择，毕竟户籍的附加价值对

于老年人而言要远远低于年轻人和儿童，但优越的医

疗条件和亲子照料的安全感却极具价值，而且这种迁

入需求随着老年人步入高龄会越发“刚性”。再从现实
可行性来讲，新移民人口大多是具备这样的实力的，能

够承担老人的迁移、安置和照料成本。对新移民夫妇
而言，其子女将成为北京人口自然增长中的一部分，其

父母则是助推北京人口机械增长的重要力量，同时也

会在资源分配上对北京本地人口产生一定的挤出效

应。近日，因北京市十三五规划中提及“研究户随人走
的迁出政策和鼓励户籍外迁政策，同时鼓励北京老人

去河北养老”，在公众中引起极大争议［18］［19］，即是人口
与资源分配矛盾日益凸显的一个反映。
综观上述大都市人口治理与发展中的几个关键问

题，本质上都与一直以来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格局和大

都市精英化取向的外来人口政策紧密相关，并逐渐形

成一个难以打破的不良循环。城市化是各国现代化进
程中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在地区发展和资源配置很不

均衡的情况下，人们在比较利益的驱动下前往大都市

寻找发展机遇、争取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社会福利是
普遍的流迁动因。然而，旨在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
结构的以业控人、以房管人、以证管人等一系列政策及
措施无不带有鲜明的精英化取向，相当于以政府行政

干预方式去实现对人口素质的调控; 而人才聚集本身

又具有一种内生性的吸引力，于是高端人口不断迁入，

并在相对集权体制下为社会资源更加垄断和集中的配

置提供了基础［20］。另一方面，基于户籍或证件的“拦
截”方式并未能有效阻止外来人口的进入，规制之外的
人口吸纳依然旺盛，比如企业通过不签合同、不缴纳社
会保险的方式雇佣廉价劳动力，实际上导致底层外来

人口低水准生存和权益普遍受损的局面，同时也形成

对大都市本地中低层劳动者生存空间的挤压，最终强

化了不同层次人群之间的分隔，对社会群际关系和谐

极为不利。显然，吸纳精英而排斥底层的非市场化人
力资源配置方式，已造成人才流动的极度不平衡，其结

果是区域间的资源基础和发展差距均进一步被拉大。
地区差距是人口迁移的原动力。对于大都市的人

口规模控制和人口治理问题，一直都有“堵不如疏”、
“加强区域合作、疏解都市功能”等主张。但从长远看，
只有全力消除地区和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才能使

人口空间分布实现自然调节，最终达到人民的共同富

裕。问题的关键在于，大都市能否真正割舍既得利益、
与兄弟区域共同完成社会利益格局的重置。以北京人
口治理为例，《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就是
一个有利契机。北京作为首都和全国的政治中心，拥
有最强的资源获取能力，相应的也承载了过多的“中
心”功能，只有将实质性的中心功能疏解到周边地区，
才有可能带动人口的自然迁移;在人口政策方面，应融

入更多的属地化取向，而非进一步加强精英化取向，在

外来人口中相对公正地实现义务与权利、贡献与回报
的平衡，使北京对周边发挥更多的带动和辐射作用，而

不是形成虹吸效应。在协同关系中，北京作为首位城
市需要更多地履行服务、协作职能，而非支配职能，这
样才能最终形成分工合理、功能互补的城市群关系。
随着地区间经济发展和公共资源配置的差距趋向改

善，人口的流向也终将呈现分散化和多元化，而这才是

大都市人口问题的治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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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 of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Population Governance
in Metropoli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GAO Ying，ZHANG Xiu － lan
(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ublic Policy，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Abstract: Large － scale and continuous population mobility is a typical characteristic of China ＇s social
transition period． Population immigration continually changed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of metropolis and
meanwhile challenged its population governance． On the basis of the 10 － year marriage registration data
of Beijing since 2004，this paper takes the newly － married couples as research objects which form a rep-
resentative subset of the young and middle － aged permanent residents．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charac-
teristics of tendency as of population structure through analyzing the marriage matching features． Then the
paper concludes several key problems about population governance and research in metropol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pulation size and structure，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inclusion，and family change and
supporting． In terms of policies for floating population，the paper suggests a change from elitism to local-
ized management，which helps avoid the selective effects caused by administrative intervention and a-
chieve the balance between duties and rights，and contributions and rewards of immigrants． As of regional
synergy，the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chief city undertake more functions in serving and cooperating and
essentially shift its core functions to the surrounding areas． Only when the gap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source distribution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s narrow and the population flows are diversified，can
the population extension problem of metropolis be finally solved．
Key Words: Population Migration; Marriage Market; Population Diversification; Population Structure;
Population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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